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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诗一辩:基于认识论视角下的
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

赵　 东
(巢湖学院,安徽

 

合肥　 238024)

摘要: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颇具影响的“为诗一辩”行动,三次行动均涉及诗歌的社会功

用,也不同程度地阐释了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为诗一辩”的行动并未发生在中国文学史上,主要原因在

于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史诗一家”的文化传统,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结合十分紧密,而且诗歌在中国历史

上一直有着很高的地位,无须为诗进行辩护。 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进程十分曲折而多变,其中蕴含着现

代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孔。 20 世

纪 20 年代现代诗歌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对于西方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分别采用了融

入现代科技元素和借鉴西方深层心理机制探索的方式,拉开了中国现代诗歌认识论的帷幕。 三十年代

以卞之琳为代表的将西方象征主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结合的“化古”与“化欧”的中西比较思维将认识

论进一步推进。 四十年代穆旦和冯至分别从潜意识与佛家认识论,以及身体美学和深层审美心理结合

方式将现代诗歌认识论推到全新高度。 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诗歌批评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历史观

的重要性,陈超和耿占春分别提出了“个人化-历史修辞”和“别样的写作”当代诗学批评路径,二人分别

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为当代诗歌批评探索出切合实际的当代诗学历史观。 如何分辨和界定现代诗歌和

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呼之欲出,随着当代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之间的割裂状态的加深以及诗学认

识论的提升,“为诗一辩”的必要性已经凸显出来。 随着现代诗歌的发展,有效引进现象学中的“意向

性”概念,通过对“我思”和“反思”的精神分析和心理机制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在历史观方面的认识

论研究路径。
关键词:为诗一辩;认识论;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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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诗歌中并未发生过为诗辩护的行为,这与古典诗歌“诗史一体”的传统有关,当然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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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诗歌作为“文学王冠上的明珠”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具有极高的文学地位有关。 西方历史上发生过

三次较大规模的旨在为诗歌正名的“为诗辩护”行动,这三次行动均包含着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历史曲折艰难,在早期的现代诗歌探索中已经体现出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问

题的初步探讨,当下诗歌越发凸显出认识论层面的历史与诗学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如果仅从现代

诗歌与历史关系的现状来看问题,就容易陷入看衰现代诗歌的俗套。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长时

段的中西方认识论发展历程,中国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完全有可能走出暂时的乱象,将现代诗歌

置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全新视角之中,将中外认识论的优秀遗产和最新成果运用到现代诗歌历史

观的重新定位,建构中国现代历史诗学的新局面。 从中外认识论发展史来看,胡塞尔的“意向性”概

念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特别是佛家“明心见性”的心性修养方法具有相通之处,综合运用中国古

代哲学的研究方法和西方现象学的意识研究可以拓展现代诗歌认识论的研究路径。

一、中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历史演变概述

中国古代哲学的认识论特征并不明显,儒家和道家都曾把重点放在关于德行、心胸等与广义道

德修养相关领域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以理论的博大精深而著称,而且能够将哲学观念落实到人生

实践进而更为广泛地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家庭伦理。 直到佛教传入之后,佛学认识论

才真正改变了中国古代哲学过于注重本体论和方法论,相对忽视认识论的格局。 佛学在心理层面

的描述和阐释大大推进了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内涵外延,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释家哲学认识论

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推动了中国传统认识论的发展。 中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学艺术从此开启了以

“空性”“超越”“境界”“禅味”作为标志的心性哲学研究的认识论历史。
西方认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并非从某个人或事就形成某个科学问题或

哲学问题,只有将其放在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能看到西方哲学认识发展演变的过程和规律,
以及认识论对于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和表现。 西方认识论从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起步,这一阶段

哲学认识论的重点落在神性认识方面。 古希腊人热衷于众神的所作所为以及人如何理解和服从神

的意志,中世纪欧洲神学思想得到空前发展,并将西方神学的神秘体验推向新高度。 古希腊柏拉图

主义和中世纪禁欲主义不约而同地将人的某种神秘的认识力量加以强化,并有意识地抑制人的现

实欲望和需求,这种神秘主义气质在后世西方哲学中发展成为一种特有的传统智慧并得以传承。
文艺复兴之后,西方哲学认识论从神学中走出,并伴随着西方政治革命和科技发展而不断发挥着重

要作用。 西方近代哲学认识论的社会服务功能大大强化,而且哲学认识论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日渐紧密,科学家也在不断思考认识论的问题。 自然科学需要认识论来研究科学的合法性问题,而
生物、化学、医学等领域的发展又给西方认识论提供更为精确可靠的理论支撑。 19 世纪到 20 世纪,
西方哲学突飞猛进,现象学的出现改变了认识论的传统研究思路,语言哲学和现代心理学的发展使

西方哲学得以专门针对纯粹意识这一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西方认识论真正成为深入意识深层以及

心灵深处的学问。 现象学出现之后,西方哲学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似乎又回到了古希腊和中世纪注

重精神和灵魂的传统,可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认识论早已摆脱早期认识论的神性崇拜和神秘主义的

文化底色,而是以缜密的精神分析和深层心理现象的研究作为主要特征。 “布伦塔诺发现心智是由

心理活动构成的,这种活动指向外部的有意义客体。” [1]布伦塔诺指出,独立于物理现象之外的心理

现象就是心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专有的研究对象。 他认为最能够体现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区分

特征是心理现象的“意向的内存在”这一特征,由此就可以将二者清晰地区分开来。 布伦塔诺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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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和心理学思辨而又周密的论述使之成为影响卓越的心理学家,也成为描述心理学的开创者。
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深受布伦塔诺的影响,他在《逻辑研究》中曾明确表示自己的学说是“意向行为

的描述心理学。” [2]胡塞尔拓展了西方心理学本体论意义的研究,“现象”是一个兼具哲学本体和精

神分析功能的概念。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发展历程的描述则要简单得多,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比西方哲

学在认识论的发展规律上更易于接受,而是因为中国古代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有着一个标志性的历

史时间段:佛学的传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哲学认识论已经从早期儒道二家

的道德修养中走出,通过强化道德主体的观物能力提升认识水平,可是哲学认识论仍然无法成为一

个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存在。 佛学传入之后,“明心见性”的心性修炼才真正成为中国哲学认识论的

一个根本推动力量,并迅速融入儒道二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认识论传统。 “从精神分析学

来看,所谓见性乃是将无意识中最深的自性变为显意识。 此显意识因与寻常意识不同,归属于‘意

识转换状态’,用唯识学的语言,亦即‘转识成智’。” [3] 佛家认识论在心性修炼上的长处弥补了传统

文化在认识论上的不足,后世的文学艺术深受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儒道两家在本体论和方

法论层面的优势较为突出,而在认识论层面,佛学具有比较明显的心性修炼优势。 中国哲学在当代

的发展过程中,关于认识论的研究也在不断提升,在西方心理学大举传入之后,中国哲学也开始将

研究视角不断推进到精神领域和深层心理层面。

二、基于认识论的西方三次为诗辩护

西方认识论历史上发生过三次为诗辩护的行动,均涉及诗学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这并非一个巧

合,西方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反复研究的话题,其内在原因在于西方诗歌曾

多次遭受哲学家的指责,而对于诗歌诘问的核心问题正是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尽管三次诗歌辩护

行动中也包含着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但是其核心问题还是诗学与历史的关系。 第一次辩护发

生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他尊敬的老师柏拉图发起的对诗歌和诗人的批评进行辩护。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责诗人的非理性:“从荷马开始的诗人这一族都是美德影像的模仿者,或者

是他们‘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 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真相,而是我们刚才所说那种画

家。” [4]因此,诗人要被逐出理想国。 柏拉图第一次从诗与哲学的关系中对诗的合法性进行质疑,这
种质疑主要站在道德论的角度针对诗歌的创作手法和道德教化进行批评。 柏拉图从哲学的角度阐

明诗歌只是对可感世界的模仿,无法触及更为本质的理念世界,理念世界只有通过思想认识才能达

到,而诗歌是对真理的偏离。 亚里士多德则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角度为诗辩护,这是西方历史上第

一次为诗歌进行辩护。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歌中融入了诗人的创造意识和艺术理想,体现出对模仿

对象的升华与超越。 因此,“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

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 希罗多

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一样。 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

的事,一叙述可能发生的事。 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 因

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 [5]亚里士多德承认诗歌是对模仿的模仿,而且

这种模仿也未必真实,可是亚里士多德却认为诗歌由于在创造中描述了可能会发生的事,因此诗歌

比历史更具优势,具有高度的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例,有力地证明诗歌的历

史真实性,希罗多德的《历史》和诗歌的最大区别只是没有采用韵文,而是运用散文的方式表达。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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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以更为开放的现代诗学的眼光来看希罗多德的《历史》,其本身就具有较强的韵律节奏,希罗

多德的《历史》采用了一种较为独特的诗歌形式。 亚里士多德敏锐地发现诗歌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这是西方认识论的一大进步,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诗人的心灵创造和艺术理想的合法性,同时肯定了

诗歌以其独特的方式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 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是西方为诗辩

护有力的理论基础,至今仍具有高度的参考借鉴价值。 西方第二次为诗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此时的西方哲学研究重点已经开始转向人文主义,可是并未从宗教神学以及道德教化中完全走出。
西方学者开始以人文主义的姿态重新审视古希腊文化,锡德尼在继承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关

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基础上,提出了诗歌因其创造性和虚构性而更能发挥其道德教化和历史

反思的作用。 “事实上诗人努力来告诉你的不是什么存在着,什么不存在,而是什么应该或不应该

存在。” [6]锡德尼发现,因为诗歌不像哲学那样直接作出判断,所以更易于接受,诗歌的道德教化作

用更为自然,更为深邃;因为诗歌不像历史那样直接描述事实和现象,而采用了虚构的方式,所以诗

歌比历史更为自由而有力。 锡德尼关于诗人是具备神力的先知和预言家的论述沿用了古希腊哲学

的神性思想,锡德尼夸大了诗歌的历史表现力,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对于人的认识能力过于乐观的

总体态度。 客观地说,锡德尼的这一次为诗辩护行动更为彻底而有效,西方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诗歌

与历史的关系。 事实上,对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描述,锡德尼的主要贡献表现在诗歌的表现手段

上,虚构性和创造性能够成为历史表达的重要方式之一,特别在内心世界的表达以及历史现象反映

这些方面,诗歌的优势非常突出。 西方历史上第三次为诗辩护发生在 19 世纪初期浪漫主义文学运

动鼎盛时期,杰出的浪漫主义抒情诗人雪莱更为深刻地揭示出诗歌在工业文明时代的历史价值。
“科学已经扩大了人们统辖外在世界的王国的范围,但是,由于缺少诗的才能,这些科学的研究反而

按比例地限制了内在世界的领域;而且人既已使用自然力做奴隶,但是人自身反而依然是一个奴

隶。” [7]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和途径日益加强,可是科学发展带来的心灵缺失和人

性麻木却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雪莱将浪漫主义诗人的夸张和对比手段尽情发挥,他继承亚里士

多德和锡德尼为诗辩护的传统,并创造性地提出诗人是立法者的诗学观点。 雪莱眼中的诗人已经

不只是预言家和先知,“他不仅明察客观的现在,发现现在的事物所应当依从的规律,他还能从现在

看到未来,他的思想就是结成最近时代的花和果的萌芽。” [8]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再次神性降临,诗
人不仅可以书写历史,而且可以创造历史,洞察历史的内在发展规律,承担起拯救人性的历史重任。
雪莱的为诗辩护与其说是诗歌与历史关系讨论的延伸,不如说是呼唤诗神归来的一次浪漫主义宣

言。 雪莱一方面指出了诗歌在心灵表达和精神抚慰方面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也将浪漫主义时期

关于诗歌的人性拯救加以理想化。 从西方的三次为诗辩护来看,每一次为诗辩护都是对于诗歌功

能的新的认识,而且每一次的核心均为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将三者加以比较来看,亚里士多德

的《诗学》关于诗歌与历史的关系相对来说理论基础更为厚实,理论阐释也更为客观中肯。
中国古代并未真正发生为诗辩护的行动,一者中国历来都是诗的国度,诗歌在中国享有至高的

地位,本身无需辩护;二者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哲学之间高度融合,彼此不分的状态导致中国古典

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 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本身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方式之一,而且诗

史一体的特征从古至今,延续不断。 新诗出现之后,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可是随着社会生活日益复

杂,现代诗歌与历史乃至哲学之间的关系日益割裂分离,从认识论层面对中国现代诗歌历史观的研

究需要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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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识论层面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观

中国现代诗歌因其中西合璧的文化背景和艺术特征,引发了诗歌与历史关系的探讨。 中国古

典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讨论往往因其诗史一体的特征而被忽视,司马迁《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诗圣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无不表明中国古典诗歌与历史之间的紧密关系。 中

国现代诗歌与哲学和历史的关系日渐复杂,探讨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越发重要。 中国现代

诗歌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多次认识论的转变和回归,“突围”之后的“回归”几乎成为中国现代诗歌

史的特殊发展规律。
(一)现代诗歌早期对于西方诗歌的模仿

新诗的发生期,郭沫若和李金发分别从西方的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寻找出路。 郭沫若从浪漫

主义诗歌找到“喷火口”,强调诗歌形式“绝端的自由”,创造了《女神》为代表的自由体诗[9] ,而李金

发却是从象征主义诗歌的深层比喻入手进行现代诗意的深层挖掘。 郭沫若抓住了五四时期追求科

学精神的历史发展方向,他的诗中包含着大量科学术语以及咏唱科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事物,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作莫过于《天狗》,诗中使用了“电气” “神经” “脊髓” “脑精”等现代科学相关

的词语,同时诗中咏唱了“X 光”和“Energy”带来的社会能量的爆发。 郭沫若这首诗反映出现代诗

歌已经触及到新兴科学技术带来的社会变化和文学艺术观念的变革,现代诗歌的面貌从此发生重

要的变化,科学元素的介入是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与古典诗歌的本质区别之一。 中国现代诗歌从

发生期就意欲通过对于现代科技的借鉴和表达来开拓出全新的认识论层面的诗歌创作理念,郭沫

若早期诗歌中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诗歌敏锐捕捉到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可是这条路注定充

满变数和荆棘,科技元素的探索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程中时隐时现地贯穿始终。 郭沫若的早期

诗歌为现代科技传入而欢呼助威,反映出二十年代“科技兴国”的社会风气,现代科技给当时诗人的

内心世界带来的巨大震动,引发出强烈的科学探索意识。 诗歌界在惊呼郭诗的奇崛险峻的同时,也
夹杂了众多批评的声音。 闻一多率先发现郭诗的开创性和历史价值:“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

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
 

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

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 [10]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带有浓郁的五四时代气息,中国现代诗歌在历史性

的表现上增添了全新的时代元素,除了自由反叛的时代气息之外,对于现代科技声光电的想象和咏

唱也是重要的标志。 与此同时,闻一多指出郭沫若的诗歌由于过多运用西方科技术语而缺乏“地方

性”色彩,较为尖锐地批评郭沫若久居日本,对国内环境不太熟悉,还有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我疑

心或者就是《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11] ,并提出新诗要做中西结合后生出的“宁馨儿”。
宗白华在肯定郭诗的艺术特色同时,对诗歌艺术上的缺陷进行了批评,“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
还欠点流动曲折” [12] 。 宗白华指出郭沫若的诗歌在开启现代诗歌浪漫诗风的同时,在诗歌艺术上

反而减损许多,趋向于散文化。 郭沫若过于追求自由个性的写法似乎已经违背了古典诗歌隽永优

雅、回味悠长的审美特色,招致众多非议。 李金发诗歌所引发的争议更有甚于郭诗,由于李诗语言

生硬拗口,且诗中隐的成分过多,显的成分太少,需要读者大费心力去猜,方能理解部分诗意。 李金

发诗歌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象征主义的诗歌技术路线,大量潜意识的成分融合于诗句中,李金发的

诗歌需要运用精神分析的手法进行深度解读,方能解开诗中的谜团。 李金发流传甚广的诗作《题自

写像》,很多诗句有着谜一般的复杂多义的现代气质,比如,“我有草履,仅能走世界之一角 / 生羽么 /
太多事了呵”,这几句诗极具梦幻特色,在一波三折的情绪转换之中完成诗歌对内心深处潜意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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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面刻画。 这首诗中蕴含着欲望、希冀、努力、徘徊、自卑、多疑、空虚等多种复杂的情感体验,而
这正是早期现代诗歌对于深层潜意识心理的开拓,这种精神分析式的深层次认识论与古典诗歌偏

向于道德审美的认识论有着很大区别,可以视作早期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初步探索。 较之同

时代的现代诗人徐志摩,李金发的诗歌同样表达了一种虚幻迷离的时代感,同时也运用诗歌的手段

折射出对于变幻莫测的时代变化的迷茫。 徐志摩的名作《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对现代人

精神上的迷茫和理想破灭之后的伤痛发出哀痛之声,徐诗似乎更为真切地传递出五四时期的真情

实感。 然而,李金发貌似怪诞的诗句之下却有着对于现代人心灵世界更为深层的揭示,李金发诗歌

的历史感带有象征主义诗歌更具本质性的象征意味,同时李金发诗歌的幽深古奥也更具认识论的

开拓性。 郭沫若和李金发二人分别从现代科技和心理学向度拓展了现代诗歌的写作路径,同时也

丰富了现代诗歌的认识论层面的表达,限于文学史的内在规律,20 世纪 20 年代尚处在现代诗歌发

生期,无法完成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和艺术论层面的完美结合。
(二)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化古”与“化欧”
20 世纪 30 年代,卞之琳将中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之美与西方象征主义的深层诗意相结

合并创作出一批优秀的智性诗歌,中国现代诗歌晦涩难懂的问题才得以缓解。 卞之琳的诗歌理想

并未真正实现,他用诗歌表达新时代的新兴科技和新文化思潮的构想举步维艰,可是卞之琳仍然创

作出一批具有现代哲学认识论意义的优秀诗作。 《距离的组织》正是卞之琳较为圆融地将现代科

学、精神分析与古典诗歌的用典和意境相结合的成功案例,诗中写道:“灰色的天。 灰色的海。 灰色

的路。 / 哪儿了? 我又不会向灯下验一把土。 / 忽听得一千重门外有自己的名字。 / 好累啊! 我的

盆舟没有人戏弄吗? / 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该诗的文化内涵十分深远广阔,创造性地运用古

典诗歌的用典,同时将现代科学的时空相对论思想融入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诗歌的心理刻画细腻生

动,一改早期李金发式的生硬怪诞,堪称现代诗歌认识论上的一大进步。 “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

论与弗洛伊德潜意识学说对诗人感觉思维方式的激荡,使卞之琳更喜欢对生与死、
 

动与静、绝对与

相对、偶然与必然、有限与无限、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等相对命题,做不同一般的玩味思索,建构

诗的立体内容与四维诗意空间,走上了以相对意识与精神为支撑的理意的诗路。” [13] 卞诗中包含的

新兴物理学时空认识与他诗歌中传承中国古典诗意的结合并非完美,却在认识论层面为现代诗歌

史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当时的卞诗不乏智性极强且艺术精美的佳作,可是现代诗歌早期遗留下的

语言生硬、思想杂乱的问题却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卞之琳的“化古”和“化欧”中带有鲜明的时

代特色,凸显了现代诗歌在时代性上的追求,他已经意识到现代诗歌不仅要跟上当下的时代潮流,
还要打通古今中外历史,在认识论上提升心理分析的能力。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内外交困,却被

学术界称为现代诗歌的“黄金时期”,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现代诗歌的发展已经走出 20 世纪 20
年代对于西方诗歌亦步亦趋的模仿阶段,迈向古今结合、中外汇通的现代诗歌历史观和认识论。 身

处危机之中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诗人对于新兴科技产品和科学知识有着强烈的表达愿望,同时古

今历史转换之中的社会情感和个人感受也成为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抒写内容,在求知欲和开拓性

方面显示出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的突围,可是受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认识论无法和诗歌艺术

的发展同步。
(三)20 世纪 40 年代诗歌价值观的重建

20 世纪 40 年代的穆旦和冯至的诗歌观念发生很大转变,冯至的《十四行诗》和穆旦的《诗八

首》将探索现代诗歌价值视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追求。 冯至一反早期现代诗歌试图将古典形式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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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内容合一的思路,运用西方诗歌的形式来反映中国诗歌的现代理想和价值重塑。 冯至在他的十

四行诗名作《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写道:“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 /
 

/ 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

体, / 让远方的光、远方的黑夜 / 和些远方的草木的荣谢, / 还有个奔向远方的心意 /
 

/ 都保留一些在这

面旗上。”这首诗歌中充满着诗人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这首诗对于认识论层面的探索

推动了现代诗歌的发展。 该诗基于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思想进行创作,并将中国传统文化

禅宗“根、尘、识”关系的认识融入其中,知觉感受到的形象引发心理活动的发生,而这种感知随即演

化成为认识,最终升华成为“它把住些把不住的事体”的通透认识。 “冯至写得最好的时候,也往往

是对于时局和生活的‘把不住’,同时又在默默审视中进取,试图把住。 这也正是他所信赖的‘居于

幽暗而自己努力’。 一个人如此,一个时代也如此。 有时,一并莅临的还有一种神秘。” [14] 冯至的智

性诗歌深受里尔克的影响,在对于事物的深刻体认和思考之后,转化成为人生的智慧和生命的力

量。 冯至的十四行诗突破了二三十年代以来诗歌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仅停留在名物学和科学原理探

讨上的局限,他的十四行诗将研究重心转移到关于事物“心象”反思之后的现代哲学意义上的“现

象”,在现代诗歌的价值论认识层面推进了一大步。
穆旦的《诗八首》更是将存在主义哲学理念融入诗歌的写作实践中,在生与死的争斗中探讨人

生价值。 穆旦在诗中用身体进行思考,通过感官描写实现形而上的玄思,穆旦的《诗八首》有效地吸

收了西方思想家和诗人的反思和玄思,与古典诗歌通过道德情感的提升来实现生命玄思有很大区

别。 穆旦在《诗八首》中写道:“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
 

你我的手

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
 

那里有它的固执,我的惊喜。”该诗借鉴了 17 世纪英国玄言诗歌和 19 世纪法

国象征主义诗歌对于生命现象的挖掘和想象,在认识论层面上实现了从身体美学向诗歌玄思的突

破。 穆旦直击心灵的深处,运用手术刀一般的诗歌语言对现代人的深层心理世界进行精神分析。
以冯至和穆旦为代表的 20 世纪 40 年代诗歌在现代社会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观重塑上的努力极

大地拓展了中国现代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冯至的十四行诗和穆旦的抒情诗在现代诗歌的价值体系

探寻方面做出了努力,可是西方文化危机和信仰崩塌的双重打击不仅让西方诗人开始转向更为深

邃的语言哲学的思考,也让中国现代诗歌的开拓者们开启认识论的再次转向和再出发。
(四)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现代诗歌在认识论上的开拓

中国现代诗歌的早期探索伴随着诗人在认识论层面的转向和提升,可是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

发展规律却如同卞之琳诗中所写的那只“断线的风筝”,左右摇摆,难以把握。 这一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中国现代诗歌中体现得更为分明,现代诗歌如何处理诗歌与哲学、诗歌与历史的关系

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而且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迷惑。 诗评家陈超提出“历史—修辞学综合批

评”,“对现代诗而言,缺乏‘个人化修辞’的‘历史话语’,只是乏味的见证或表态;而没有‘历史话

语’在其中的‘个人化修辞’,则常常沦为微不足道的美文遣兴” [15] 。 当代诗歌批评在审美分析的同

时,有意识地加强了历史分析的强度,陈超十几年前就意识到当代诗歌批评的历史观表达和个人化

修辞结合的必要性。 诗评家耿占春认为现代诗歌评论是一种“别样的写作”,“诗歌批评意味着与一

个时代最深刻的感知力与想象力之间所进行一场持续性的对话” [16] 。 耿占春明确指出当代诗歌批

评需要具有与强烈的时代感知力和想象力对话的能力。 陈超和耿占春分别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

建构一种现代诗歌的评判标准以弥补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不足。 现代诗歌评论的标准缺失已

经成为阻碍中国诗歌发展的突出问题,面对诗坛的乱象,无法做出深入而精准的判断,一味“跟着感

觉走”,造成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双重迷失。 21 世纪以来,面对诗坛的新生事物,诗歌评论界疲态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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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诗歌现象刚过,又出现“余秀华热”和“张二棍热”,面对这些诗

歌新现象,诗歌评论界尚无恰当的评论方法和手段。 除此之外,成都柏桦和安徽陈先发的长诗对于

历史和哲学的抒写开启当下“文化诗学”的新局面,目前诗歌评论界也无法进行及时的回应。 中国

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探讨已经十分必要,21 世纪的现代诗歌在时空意识上的探索和诗歌价值

探讨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在不断进取中又不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审视 21 世

纪以来的现代诗歌,可以说是在挣扎中飞跃,在混乱中前行,诗歌在深层心理机制上的探索和历史

观上的发现从未停止,21 世纪现代诗歌在无序中寻求有序,在晦暗中寻找明亮的总体态势仍然秉承

中国新诗求新求变的优秀传统。 现代诗歌已经到了振臂一呼、为诗一辩的历史时刻。 随着现代通

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应突破早期的写作瓶颈和认识偏狭,更为深远、自省和思辨的现代

诗歌新时代呼之欲出。
当下诗歌中进行纯粹意识方面的认识论探讨已经十分迫切,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也在现代诗

歌中得以更深刻地显现。 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为:一是诗人的艺术创新意识和对于社会

现象的认识水平决定了诗歌认识论的高度;二是诗歌审美形式的呈现以及思想内容的表达决定了

诗歌认识论的层次。 简而言之,现代诗歌的认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领域:一是诗人内心世界的

研究;二是诗歌思想内容的研究。 前者对于后者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现代诗歌的认识论研究主

要集中在诗人认知系统的研究。
西方哲学经过千年的发展,直到 20 世纪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之后才真正触及纯粹意识领域的

研究,这一领域恰好契合了现代诗歌认识论的核心领域。 胡塞尔发现通过纯粹自我的反思性的经

验行为,可以了解纯粹自我与体验之流的关系,而这一认识行为正是现代诗歌在认识论层面的心理

机制的源头。 在心理机制的驱动之下,诗歌文本发生了巨变,主要呈现出更加灵活自由而又深邃曲

折的文本变化。 综上所述,历史书写中蕴含的价值判断与想象、推理等诗性建构因素,要受时代的

主流意识形态、道德评判标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制约[17] 。 现代诗歌的文本分析,不仅要从审美、艺
术方式入手,更为深层次的意识存现和流动的追踪更为重要。 特别是在当今西方现象学分析和精

神分析方兴未艾,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之下,现代诗歌的认识论意义和历史观分析

尤为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四、认识论视角下现代诗歌的深层意识

现代诗人在创作诗歌的心灵状态上与古代诗人十分相似,诗人在面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时,均会

进入“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自由状态,在这一点上古代诗人和现代诗人的艺术体验是一致的。 不

同的是,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强大的道德情感支配下,古代诗人创作的诗歌艺术形态和思想内

容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契合的,而现代诗人并非单纯建立在道德修养的基础上认识世界,现代诗人的

信息渠道和意识结构远比古代诗人丰富,因此,现代诗歌与历史和哲学的关系也更为复杂。 胡塞尔

发现意向性是心理现象的本质特征,意识中都包含着对象,因此,意向性中有着明确的外在事物或

者现象,而且意向性中有明确的时间概念。 现代诗歌的复杂性和难度在于诗人的意向性更为精密

复杂,创作和解读现代诗歌也更为困难。 事实上,现代诗歌的多解现象在中国新诗的早期就已经被

发现。 现代诗歌的解题思路可以从哲学的认识论入手,此处所说的狭义的诗歌认识论实质上就是

诗歌心理机制,即现代诗歌的纯粹意识研究。 现代诗歌的意向性特征导致诗歌的历史性大为增强,
纯粹意识中包含着对象的反思以及自然和社会现实在诗人内心的“意识的存现”,诗人心灵世界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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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变,创造性越强,内心意识的存现也就更加丰富多彩。 研究现代诗歌的历史性,不仅可以直

接从社会现实入手,而且可以从更为深邃的纯粹意识入手,探索诗歌中反映的诗人和诗歌的意向性

特征,从而达到精神分析和对时间意识的诗学研究。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已经初步提出对诗歌认识论的见解,海德格尔发现诗人意识到在

日常生活之外,还有一个诗意栖居的存在的家园。 海德格尔的诗歌认识论是从内到外的,其路径是

将诗人内心投射到外物上,在这一点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和中国古典诗学的观念十分契合,特别是

与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方法论达到高度的默契。 胡塞尔的现象学出现之后,认识论出现了划时代

的革命,给诗学研究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经过多次“突围”和“回归”,
已经基本形成了“个人化”和“历史化”相结合的表达方式,还有以立足当下的“意向性”为特征的基

本心理机制,研究当下诗歌的路径也可以从微观入手、从宏观着眼,将个人与时代结合、“我思”与

“反思”并行,以意向性研究为特色最终达到认识论上的提升。

结语

中国古代诗学研究诗人的内心世界主要采用的是“同情”的原理和方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通过感同身受的共鸣研究达到历史和美学的统一。 现代诗歌其实也同样具有中国古代心性修养,
不过现代诗歌在面对更为复杂的社会环境时,历史和美学的观念更加多样化,特别是意识的流动和

变化的过程更为微妙复杂,因此,诗学的认识论研究应有更高的追求。 中国古代儒释道的心性修炼

方法十分精妙,在某些方面和现象学的意向性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 中国古代哲学在心灵的自觉

升华、生命的自觉演化方面和现象学中的纯粹意识的“我思”及“反思”十分相似。 现象学认为,我们

只是在对过去的印象的反思中,给它添加了未来的属性,以期待它与将来出现的事物产生对应。 诗

人以其心灵世界的丰富性和自我意识的强化,乃至高超的诗性表达和呈现功能共同反映出诗歌的

历史意识和历史书写。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具优越性;锡德尼认为诗歌的创

造性和虚构性使诗歌的教化能力远超历史;雪莱认为诗人不仅是世间的立法者,而且诗人因为把握

了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创造历史。 关于诗的三次辩护,不同程度上夸大了诗歌的历史功能,亚里

士多德关于诗歌与历史关系的论述虽稍有夸张,相对要中肯一些。 认识论层面的纯粹意识理论给

现代诗歌研究提供了更为强大的理论工具,不仅从诗人的主体意识层面进行研究,而且可以从诗歌

中的意识对象的存现、意向性的运动走向和过程进行文本的深度认知分析。 胡塞尔认为,反思行为

呈现了一种时间意识结构,对过去体验的回忆,对过去事物添加未来的属性,产生预期的心理愿望。
反思行为的时间意识结构给现代诗歌的历时性研究提供了更为精密的分析解读的可能,现代诗歌

不仅呈现出社会生活和自然景物,而且表达了诗人心灵深处的时间意识结构,这种时间意识结构是

诗人深层审美心理的反映,同时也表达出诗人认识论层面的历史认知。
综上所述,现代诗歌的认识论水平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在预示着诗歌的创作和诗学理论

建设即将进入全新的历史时代。 厘清现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从认识论层面对现代诗歌进行“我

思”与“反思”,建构全新的现代诗歌的哲学认识论,这本身就是现代诗歌对于当代文学做出的最大

贡献,因此,今天从认识论层面为诗歌辩护是恰当而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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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epistemology 
 

there
 

have
 

been
 

three
 

influential
 

actions
 

of
 

in
 

defense
 

of
 

poetry 
 

which
 

all
 

involve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oetry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in
 

different
 

degrees.
 

The
 

action
 

of
 

in
 

defense
 

of
 

poetry
 

did
 

not
 

happe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has
 

always
 

been
 

a
 

cultural
 

tradition
 

of
 

a
 

fusion
 

of
 

poetry
 

and
 

history
 

in
 

ancient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etry
 

and
 

history
 

is
 

very
 

close 
 

and
 

poetry
 

has
 

always
 

had
 

a
 

high
 

status
 

in
 

Chinese
 

history 
 

there
 

is
 

no
 

need
 

to
 

defend
 

poetry.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s
 

very
 

tortuous
 

and
 

changeable 
 

which
 

contains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histor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poetry
 

and
 

history
 

shows
 

different
 

fac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During
 

the
 

stage
 

of
 

occurrence
 

of
 

modern
 

poetry
 

in
 

the
 

1920s 
 

Guo
 

Moruo
 

and
 

Li
 

Jinfa
 

imitated
 

Western
 

romanticism
 

and
 

symbolism
 

poetry
 

by
 

integrating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ments
 

and
 

learning
 

from
 

the
 

western
 

deep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respectively 
 

which
 

opened
 

the
 

curtain
 

of
 

epistemology
 

of
 

Chinese
 

modern
 

poetry.
 

In
 

the
 

1930s 
 

Bian
 

Zhili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bination
 

of
 

Western
 

symbolism
 

and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ombined
 

the
 

ancient
 

and
 

European
 

comparative
 

thinking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to
 

further
 

promote
 

the
 

epistemology.
 

In
 

the
 

1940s 
 

Mu
 

Dan
 

and
 

Feng
 

Zhi
 

pushe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
 

poetry
 

to
 

a
 

new
 

height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subconscious
 

and
 

Buddhist
 

epistemology
 

and
 

the
 

combination
 

of
 

body
 

aesthetics
 

and
 

deep
 

aesthetic
 

psychology.
 

Since
 

the
 

1980s 
 

Chinese
 

modern
 

poetry
 

criticism
 

has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historical
 

view
 

of
 

modern
 

poetry.
 

Chen
 

Chao
 

and
 

Geng
 

Zhanchun
 

put
 

forward
 

the
 

paths
 

of
 

individual - historical
 

rhetoric
 

and
 

different
 

writing
 

respectively 
 

and
 

explored
 

the
 

realistic
 

historical
 

view
 

of
 

contemporary
 

poetry
 

for
 

contemporary
 

poetry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the
 

present.
 

How
 

to
 

distinguish
 

and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poetry
 

and
 

history
 

has
 

come
 

out.
 

With
 

the
 

separa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poetry
 

creation
 

and
 

poetry
 

criticis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oetic
 

epistemology 
 

the
 

necessity
 

of
 

in
 

defense
 

of
 

poetry
 

has
 

been
 

highligh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poetry 
 

the
 

concept
 

of
 

intentionality
 

in
 

phenomenology
 

is
 

effectively
 

introduced 
 

and
 

the
 

research
 

of
 

psychoanalysi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cogito
 

and
 

reflection
 

can
 

expand
 

the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path
 

of
 

modern
 

poetry
 

in
 

the
 

view
 

of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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